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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脱贫地区长期培育和发展产业进而促进实

现内生性持续发展，需要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 本文以农业产业为例，基于全国工商联第十四次中

国民营企业调查中的 ４７８８ 个样本，分析了党组织建设对农业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及其扶贫效应的

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设立党组织既能促进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还能助推参与贫困治理的

农业民营企业有效构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获得政策优惠、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改善企业形象。
同时，当企业主要出资人具有党员身份时，农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参与贫困治理；当企业党组织负责

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企业形象提升效应、企业文化效应、政策优惠

效应以及政企关系效应均会得到强化。 为了激发民营企业持续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应加强农业民

营企业党建工作，加大力度在农业民营企业发展党员尤其是将其董事长或总经理发展为党员并进一

步发展为所在党组织负责人，提高党组织在农业民营企业中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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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 年中国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提出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

振兴的基础性工程” 。 这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是中国减贫事业的终极目标，而是通过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中国贫困治理工作中，作
为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民营企业一直在以适应性的方式参与贫困治理工

作，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贫困民众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面临新的历史任务的

发展阶段，民营企业是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３ 年全国两会上强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

须担负起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先富带后

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如何有效激发民营

企业担负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这是新发展阶段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而参与

贫困治理同样是民营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表现，探索党组织建设对农业产业领域民营企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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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农业民营企业” ）贫困治理参与及其扶贫效应的影响，有关观点能为从党组织建设角度

来推动民营企业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借鉴。
民营企业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踊跃投身于乡村振兴事业中。 根据《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２０２１） 》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

１２．７ 万家，精准帮扶 １３．９１ 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 ７．３２ 万个） ，产业投入 １１０５．９ 亿元，公
益投入 １６８．６４ 亿元，安置就业 ９０．０４ 万人，技能培训 １３０．５５ 万人，共带动和惠及 １８０３．８５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１］ 。 民营企业在参与贫困治理方面的成就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政府有

效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党建引领作用的积极发挥。 加强民营经济领域（重点是民营企业）党建

工作是党根据民营经济发展而主动采取的组织调适行动，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经济领

域党建的核心目标在于引导、帮助和监督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正式确立了

民营经济领域党建的合法性，提高民营经济领域党组织的覆盖率成为首要工作。 根据中组部党

内统计公报，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民营经济领域党组织数量从 ９．９ 万个增加至 １４７．５ 万个，实现了量

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强调通过完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来协调企

业发展，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而发挥民营经济领域党建的实质性作用 ［２］ 。 其中，民
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党组织在企业治理和决策上实现了有效嵌入的表现。

那么，从微观角度看，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以及相关党建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民营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 参与乡村振兴本身能否为民营企业带来积极作用？ 又产生了哪些方面的积

极效应？ 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当下，回答上述问题，既能从基层党组织建设

角度丰富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又对推动民营企业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持续发挥作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当前，有关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宏观层面研究民

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机理与路径 ［３］ 、理论内涵 ［４］ 、困境 ［５］ 等；二是基于典型案例来分析民营

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 ［６］ 、经验 ［７］ 等；三是探讨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效应，包括资本市

场溢出效应 ［８］ 、投资效率与绩效方面的效应 ［９］ 、融资方面的效应 ［１０］ 。 现有相关文献为本研究的

开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关于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效应的研究，仅涉及

部分经济效应，对企业发展其他方面的效应关注不足，更缺乏调查数据基础上的实证分析；第
二，多数相关研究虽然肯定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 ［１１］ ，但专门

从党组织建设角度来研究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的文献很少，仅谢建等 ［１２］ 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沪

深两市 Ａ 股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对其具体的参

与效应缺乏分析，更缺乏以农业民营企业（指以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农业产业为主营

业务的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需在地域、经营业务上与欠发达地区有

着广泛而深入联系的农业民营企业进一步发挥作用。 研究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

理及其效应的影响，农业民营企业具有典型性。 鉴于此，本文以农业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

第十四次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来开展研究。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是：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

（下文简称“政企关系” ） 、政策优惠、文化嵌入、社会形象、产业转型、市场下沉等维度具体阐释

党组织建设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及其效应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都属于企业“政治行为”的范畴 ［１３］ 。 根据资源依

赖理论 ［１４］ ，政府与企业之间是彼此支持且相互依赖的。 对政府而言，受政府官员寻租行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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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动机等影响，政府需要企业提供部分资源，帮助达成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

业、保障财政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等目标 ［１５］ 。 对企业来说，企业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政治关联、
提供信息和物质刺激等途径提高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 ［１６］ ，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以保障生存

并获得发展。 从“政治行为”的划分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属于企业政治行为中的“政治参

与” ，而党组织建设属于“政治嵌入” ，这两类政治行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企之间的互动

及其关系调整 ［１７］ 。 同时，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已有研究发现设立党组织是民营企

业参与光彩事业的重要驱动力 ［１８］ 。
参与贫困治理是时代赋予民营企业的一项特殊的社会责任。 理论上而言，民营企业因党组

织建设而在贫困治理参与中获得了政企关系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文化效应、企业形象效

应、市场下沉效应以及产业转型效应。
第一，构建良好政企关系。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党政一体，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与政府组织相

依并存、多元共生 ［１９］ 。 作为政治嵌入的主体，基层党组织的存在能有效增强所在企业与政府联

系的紧密性和契约的稳定性 ［２０］ 。 上级党组织也能更好地发挥政治引领作用，鼓励引导民营企

业积极承担贫困治理责任，强化政企间的联系 ［１１］ 。 通过参与贫困治理，民营企业回应且践行了

政府“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促进了地方政府部分政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与地方政府形成良

好关系。 同时，民营企业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围绕贫困治理参与相关事宜的沟通与互动，能使

政府推进贫困治理的诉求和具体需要更及时、准确地传达到企业层面，进而增强企业参与贫困

治理的意愿；也能促进企业更及时向政府部门展示相关成效，并获得有关方面的肯定与反馈，强
化其贫困治理参与效应。

第二，获得相关优惠和扶持。 ２０１４ 年《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

见》发布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促进民营企业参与扶贫优惠政策，涉及财政、税收、
土地、用工、信贷等方面。 作为一种组织嵌入式的政企沟通渠道，党组织是政企间有效的政策畅

通渠道和信息交流渠道 ［２１］ 。 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利用党组织系统将政府决策信息及时传递给

企业，使民营企业及时准确地知晓相关政策补贴、税收优惠、融资扶持等扶贫参与利好政策，从
而促进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 同时，在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党组织能够进一步

强化政企双方的联系和企业受关注程度，能为民营企业按照相关扶持政策切实获得相关优惠或

补贴在信息、协调、落实等方面发挥便利作用，增加民营企业获得政府相关资源和扶持的可能。
第三，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的第一条

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

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从文化嵌入视角来分析，企业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

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将“为人民服务” “多做贡献”等思想内

化于企业内部，促进民营企业形成健康向上、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企业文化，塑造包括

“回馈社会”意涵的企业精神，并通过党组织特色活动和组织生活等强化成员对企业优良文化

的认识与认同 ［１９］ 。 而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实践会进一步强化员工对具有“回馈社会”意涵

的企业文化的理解，推动民营企业内部对此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共识，使员工产生较强的组织

认同感，并进一步促进企业自身优良文化的塑造和凝聚力的提升。
第四，推动企业形象改善。 一方面，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会增强公众对民营企业的认同。

出于提升社会声誉以及塑造品牌影响力的考虑，民营企业会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
参与贫困治理这一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参与贫困治理行为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塑造公共形象并

实现公共传播的过程，能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社会关注度，影响社会大众对其作为社会责任

履行者这一社会角色的感知，促进民营企业塑造良好声誉、增加企业美誉并构建良好公共关系。
同时，通过设立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所获得的社会期望、良好声誉，会反向带给民营企业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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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和社会的压力，促使民营企业更多地践行社会责任 ［１７］ ，更积极地参与贫困治理等社会公共

事业。
第五，助力企业实现市场下沉。 党建对于民营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起着重要作用。 一方

面，设立党组织有助于培养公众对民营企业经营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感知 ［２２］ ，扩大民众对民营企

业品牌的认同；另一方面，党组织系统能加强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同其他各领域组织的联系

和互动，夯实民营企业在庞大的组织生态体系中的信任基础，为企业赢得社会资源和合作机

会 ［２３］ ，助推企业掌握更完备的行业信息，进而拓展市场。 就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

理这方面的效应而言，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脱贫攻坚完成之前大多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

区和偏远山区，后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重点地区也是这些地区，民营

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在开发、盘活脱贫地区资源的同时，也有利于在脱贫地区开拓市场，将区域

市场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从而促进市场下沉。
第六，助益企业产业转型。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来扶贫是民营企业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

形式之一。 民营企业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公司＋基地＋贫困户”等模式，在培育农村特

色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推动企业所涉产业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部分民营企业甚至在这

一过程中实现了其主导产业的转型。 而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是党关于农村发展战略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包括金融、科创等在内的一系列推

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党组织建设通过推动企业和国家政策对接，有利于民营企业

在产业扶贫中争取到实质性的支持，优化资源投入结构，降低民营企业创新风险和投入成本，加
大民营企业产业转型的可能性。

同时，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组成部分的基层党组织，其负责人与企业业务或战略决策者的统

一，有利于企业在实质运行中将党建目标和企业运行目标、战略目标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党

组织作用。 因此，可以认为，在已经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相较于党组织负责人不是董事长

或者总经理的企业，党组织负责人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企业党组织建设程度更深，进而在企业

治理效应的影响程度上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ａ：设立党组织能促进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
假说 １ｂ：企业党组织负责人是企业负责人时，能促进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
假说 ２：企业党组织负责人是企业负责人时，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效应越强。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 （私） 营经济研究会联合成

立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 ２０２０ 年开展的第十四次全国大规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 调查样本

涵盖 ３１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按 ０．５５％的比例

对民营企业进行多阶段抽样。 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第一，选取行业类型为农、林、牧、渔业的

样本；第二，剔除被访者对“贵企业在近 ５ 年里有没有参与贫困治理”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不知

道”的企业样本；第三，对样本中企业净资产、主营业务收入进行首尾 １％水平的缩尾处理，从而

剔除离群值影响。 最后得到农、林、牧、渔业 ４７８８ 份民营企业有效样本数据。
（二）变量选取及测量

１． 因变量

本文旨在研究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对其参与贫困治理及其效应的影响，其中，企业贫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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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参与状况（ ＦＰ）用“企业是否参与扶贫”来测量；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企业的贫困治理参与效

应（ＧＥ ｉ）则用“政企关系改善效应” “政策优惠效应” “企业文化建设效应” “企业形象提升效

应” “市场下沉效应”以及“产业转型效应”测量，以上效应选项包括完全不明显、比较不明显、一
般、比较明显、非常明显。

２． 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核心自变量为“党组织设立状况”和“党组织建设程度” ，均为虚拟变量。 其中，用
“企业党组织负责人是否为企业负责人”来测量“党组织建设程度” ，将选项“企业党组织负责人

不为董事长或总经理”赋值为 ０，将选项“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赋值为 １。
３． 控制变量

本研究引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主要出资人特征和企业特征两类。 企业主要出资人特征

变量包括其性别、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和政治联系。 参考既有研究 ［２４］ ，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

委员是企业主要出资人实现政治参与的最主要方式，因此，在本研究中，当企业主要出资人为工

商联执常委或某一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将政治联系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为 ０。
本文引入的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主营业务收

入、营收变化、资产负债率、二职合一，以及是否为家族企业、政府财政补贴状况、企业数字化水

平、企业所在地区等 ［２５］ 。
考虑到贫困治理参与和贫困治理参与效应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本文在具体方程中引入的

控制变量也存在差异，具体如下：
（１）企业贫困治理参与模型（即下文的模型 １—２） 。 参考既有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相关文

献 ［３１］ ，在分析党组织设立状况影响企业贫困治理参与状况时，选取企业主要出资人的性别、受
教育水平、政治面貌、政治联系、二职合一这 ５ 个个人特征变量，以及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
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营收变化、企业年龄、企业所在地区这 ５ 个企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
（２）贫困治理参与效应模型（即下文的模型 ３—８） 。 ６ 个贫困治理参与效应方程的控制变量

构成为：
① 政企关系改善效应。 参考李姝、谢晓嫣究 ［２５］ 的研，引入以下 ９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即

政治面貌、政治联系、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主营业务收入、营收变化、资产负

债率和是否为家族企业。
② 政策优惠效应。 借鉴邓博夫等 ［９］ 的研究，政策优惠效应方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政

治面貌、政治联系、受教育水平、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营收变化、资产负债率

和是否为家族企业。
③企业文化建设效应。 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内容。 借鉴陈仕华、卢昌

崇 ［２６］的研究，在对企业文化建设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控制了性别、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政
治联系、二职合一、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主营业务收入、营收变化、资产负债

率和是否为家族企业的影响。
④ 企业形象提升效应。 参考周丽萍针 ［２７］ 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与声誉的研究，引入政治联

系、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主营业务收入、营收变化、是否为家族企业作为企

业形象提升效应方程中的控制变量。
⑤ 市场下沉效应。 市场下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竞争力的强弱。 参考李文茜和

刘益 ［２８］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中选取性别、受教育水平、政治

面貌、政治联系、二职合一、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营收变化、资产负债率和是

否为家族企业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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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产业转型效应。 借鉴孔伟杰 ［２９］ 的研究，在这一方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受教育

水平、政治面貌、政治联系、二职合一、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主营业务收入、
营收变化、资产负债率、是否为家族企业、获财政补贴状况和数字化水平。

实证分析所涉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与名称 　 　 变量含义与测量 均值 标准差

贫困治理参与 贵企业在近 ５ 年里有没有参与贫困治理？ 有 ＝ １，没有 ＝ ０ ０．８４４ ０．３６３

政企关系改善效应 参与扶贫是否给贵企业带来了政企关系的改善？ 完全不明显 ＝ １，比

较不明显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９５２ １．１１６

政策优惠效应 参与扶贫是否给贵企业带来了政策优惠？ 完全不明显 ＝ １，比较不明

显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５６７ １．２６６

企业文化建设效应 参与扶贫是否有助于贵企业的精神和文化建设？ 完全不明显 ＝ １，比

较不明显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９６４ １．０９８

企业形象提升效应 参与扶贫是否带来了贵企业形象的改善？ 完全不明显 ＝ １，比较不明

显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９５２ １．１１６

市场下沉效应 参与扶贫是否有利于贵企业拓展市场、下沉市场？ 完全不明显 ＝ １，

比较不明显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４５０ １．２５５

产业转型效应 参与扶贫是否有利于贵企业实现产业转型？ 完全不明显 ＝ １，比较不

明显 ＝ ２，一般 ＝ ３，比较明显 ＝ ４，非常明显 ＝ ５

３．４０１ １．２７２

党组织设立 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６１ ０．４８０

党组织建设程度 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 ＝ １，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不为董

事长或总经理 ＝ ０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９

性别 男性 ＝ １，女性 ＝ ０ ０．６４８ ０．４７８

受教育水平 大专、本科及以上 ＝ １，高中及以下 ＝ ０ ０．７８８ ０．４０９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１，其他 ＝ ０ ０．３１２ ０．４６３

政治联系 是否为工商联执常委，或某一级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４６ ０．４７６

二职合一 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一人担任？ 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６１ ０．２３９

社会责任部门设立 企业是否设立了单独的社会责任部门？ 是 ＝ １，否 ＝ ０ ０．２７３ ０．４４６

企业规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企业净资产（单位：万元） ，取对数 ６．８７５ ２．３１０

企业年龄 ２０２０ 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后取对数 ２．２６６ ０．６６９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２０ 年前三季度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单位：万元） ，取对数 ６．５５０ ２．４１７

营收变化 ２０２０ 年前三季度企业营收同比变化情况：增长 ＝ １，下降或持平 ＝ ０ ０．２９０ ０．４５４

资产负债率 １（对照组） 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０ ～ ２０％时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资产负债率 ２ 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２１％ ～ ５０％时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３２９ ０．４７０

资产负债率 ３ 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 ～ ８０％时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１２９ ０．３３５

资产负债率 ４ 企业资产负债率 ８１％ ～ １００％时为 １，否则为 ０ ０．０４２ ０．２００

是否为家族企业 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 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１３ ０．４６４

获财政补贴状况 ２０２０ 年企业获得的政府财政补贴总额（单位：万元） ，取对数 ２．３６６ ７．４３９

数字化水平 ２０２０ 年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有数字化 ＝ １，无数字化 ＝ ０ ０．６５８ ０．４７５

地区变量（东部） 企业所在地区为东部：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４４ ０．４７５

地区变量（中部） 企业所在地区为中部：是 ＝ １，否 ＝ ０ ０．２２８ ０．４１９

地区变量（西部） 企业所在地区为西部：是 ＝ １，否 ＝ ０ ０．４２８ ０．４９５

　 　 注：地区变量包含东部、中部和西部，具体参照中国三大经济带来划分。

（三）计量模型设定

１．党组织建设对贫困治理参与的影响模型。 本文从“党组织设立状况”和“党组织建设程

度”两个方面考察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状况的影响。 本文将选择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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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具体设定如下：
ＦＰ ＝ α０＋α１Ｐａｒｔｙ＋λ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ζ （１）
ＦＰ ＝ β０＋β１ＣＬ＋φ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２＋υ （２）

式（１）和式（２）中，ＦＰ 为企业贫困治理参与状况；Ｐａｒｔｙ 和 ＣＬ 为核心自变量，分别表示“党

组织设立状况”以及“党组织建设程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 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２ 分别为两个模型的控制变量组；λ１

和 φ ｉ 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α 和 β 为待估系数，ζ 和 υ 为误差项。
２．贫困治理参与效应模型。 考虑到因变量政企关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文化建

设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市场下沉效应、产业转型效应为有序变量，本文将采用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简称“Ｏｌｏｇｉｔ” ）来估计党组织建设对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效应的影响。 设定模型

的基本形式如下：
ＧＥ ｋ ＝ δ０＋δ１ＣＬ＋η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３＋τ （３）

式（３）中，ＧＥ ｋ 为贫困治理效应（ ｋ ＝ １，２，３，４，５，６） ，ＧＥ１ 表示政企关系改善效应，ＧＥ２ 表示

政策优惠效应，ＧＥ３ 表示企业文化建设效应，ＧＥ４ 表示企业形象提升效应，ＧＥ５ 表示市场下沉效

应，ＧＥ６ 表示产业转型效应；ＣＬ 为核心自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３ 为控制变量组；η１ 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

系数；τ 为误差项。

四、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１． 农业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现状

由表 ２ 计算可知，农业民营企业样本中，参与贫困治理的企业所占比例为 ８４．４％，设立基层

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占 ３６．１％。 而 ２０１９ 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现状分

析报告》显示，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党组织设立比例为 ４８．３％，制造业企业中党组

织覆盖率为 ６１．７％。 经比较后可以看出，农业产业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的比例仍相对较低。 根

据表 ２ 计算可得，在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党组织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企业占比为

４６．８％（表 ２） ，略低于党组织负责人不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企业占比（５３．２％） 。
表 ２　 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和贫困治理参与状况

党组织建设状况
未参与贫困治理 参与贫困治理 整体

数量（家） 比例（％） 数量（家） 比例（％） 数量（家） 比例（％）

未设立党组织 ５８８ １９．２ ２４７２ ８０．８ ３０６０ ６３．９

设立党组织 １５９ ９．２ １５６９ ９０．８ １７２８ ３６．１

党组织负责人不为董事长或总经理 ８７ ９．５ ８３２ ９０．５ ９１９ １９．２

党组织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 ７２ ８．９ ７３７ ９１．１ ８０９ １６．９

　 　 贫困治理参与方面，根据表 ２ 数据计算，８４．４％的农业民营企业参与了贫困治理，这与近年

来党对扶贫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全面推进有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引导民营企业参与贫困

治理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更是农业产业扶贫要求更高比例的农业民营企业参与的必然结果。
２． 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现状

表 ２ 结果表明，在未设立党组织和设立党组织的农业民营企业中，分别有 ８０．８％和 ９０．８％
的企业参与了贫困治理。 表 ２ 的统计结果显示，对已设立党组织的企业作进一步分类：在党组

织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企业中，有 ９１．１％的企业参与了贫困治理；在党组织负责人不为

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企业中，有 ９０．５％的企业参与了贫困治理，两个数值较为接近。
基于企业是否参与贫困治理的分组 ｔ 检验结果显示，党组织设立、企业主要出资人的政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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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政治联系以及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主营业务收入等变量均值，在参与贫困治理和

不参与贫困治理两类样本企业间存在差异，且这一差异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①。 这表明，这
些因素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３．农业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效应现状

对比表 １ 中 ６ 种企业贫困治理参与效应的均值，政企关系改善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企
业文化建设效应的均值都大于 ３．９００，而政策优惠效应、市场下沉效应、产业转型效应的均值分

别为 ３．５６７、３．４５０、３．４０１，从整体上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所获得的 ６ 种效应在程度上存在

差异。 表 ３ 结果显示，政策优惠效应、市场下沉效应以及产业转型效应的“非常不明显”占比较

高，约 １０％；而企业文化建设效应和企业形象提升效应的“非常明显”占比较高，超过 ４０％。
表 ３　 企业贫困治理参与效应占比情况（％）

　 　 　 效应 非常不明显 比较不明显 一般 比较明显 非常明显

政企关系改善效应 ５．２４ ６．０５ ２６．４０ ２５．６７ ３６．６４

政策优惠效应 ９．５８ ９．２０ ２８．８１ ２１．４０ ３１．０１

企业文化建设效应 ４．８４ ５．４２ ２４．７７ ２４．８４ ４０．１４

企业形象提升效应 ５．１７ ５．６５ ２４．８８ ２３．９９ ４０．３２

市场下沉效应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５ ３２．５０ ２０．５９ ２６．８０

产业转型效应 １０．６６ １１．１３ ３２．０９ １９．７１ ２６．４１

（二）回归结果分析

１． 党组织建设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影响

表 ４ 分别汇报了“党组织设立状况”和“党组织建设程度”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

影响回归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调整 Ｒ２分别为 ０．１３６ 和 ０．１０６，表明两个模型整体拟合效果

均良好。 模型 １ 回归结果显示，党组织设立状况对企业贫困治理参与的影响在 １％的置信水平

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设立党组织能够促进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 根据模型 ２ 结果，“党

组织建设程度”的系数为 ０．３２６，这说明，在企业设立党组织的基础上，若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为

董事长或总经理，则更有利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 自此，本文研究假说 １ａ 和假说 １ｂ 得以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看，两个模型各控制变量系数符号与显著性状况一致。 企业主要出资人

的政治面貌以及政治联系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贫困治理参与，这表明，主要出

资人的党员身份以及当选工商联执常委，或某一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在的农业民营企业更

倾向于参与贫困治理。 在企业特征变量的影响方面，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企业规模、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对农业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的影响在 １％的置信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企业年龄在 ５％
的置信水平下负向影响农业民营企业的贫困治理参与。 相对于东部地区，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地

区的农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参与贫困治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是中国脱贫攻坚战重点开

展区域，当地的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有更大的便利性，积极的政策导向促使中西部地区

农业民营企业有更大概率参与贫困治理。 企业主要出资人的性别、受教育水平、二职合一对企

业贫困治理参与的影响不显著。 这一结果与部分文献 ［１５］ 的相关结论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是：
相较于企业的其他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例如慈善捐赠） ，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状况更多取决于

外部制度力量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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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党组织建设影响农业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党组织设立状况 ０．４３９∗∗∗（０．１０４） ／

党组织建设程度 ／ ０ ．３２６∗（０．１７８）

性别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９２）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２２６）

政治面貌 ０．４６４∗∗∗（０．１１１） ０．３８５∗∗（０．１９１）

政治联系 ０．７０３∗∗∗（０．１０４） ０．５６５∗∗∗（０．２１２）

二职合一 ０．２３３（ ０．２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３９９）

社会责任部门设立 ０．９７５∗∗∗（０．１２７） ０．８７０∗∗∗（０．２２９）

企业规模 ０．１２９∗∗∗（０．０２８） ０．１９５∗∗∗（０．０５５）

主营业务收入 ０．０９６∗∗∗（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２）

营收变化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９４）

企业年龄 ０．１１６∗∗（０．０５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６）

地区变量（中部） ０．７８３∗∗∗（０．１１９） ０．９２６∗∗∗（０．２３７）

地区变量（西部） ０．９３１∗∗∗（０．０９８） ０．８５６∗∗∗（０．１９８）

常数项 －１．３００∗∗∗（０．２９２） ０．１６３（ ０．６７３）

观测值 ４７８８ １７２８

调整 Ｒ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０６

卡方统计值 ５５２．５９０ １１４．６２０

卡方值的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数似然值 －１７５７．６７０ －４８２．９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２． 党组织建设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效应的影响

表 ５ 汇报了党组织建设程度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效应影响的估计结果。 根据调

整 Ｒ２和卡方值的显著性概率可知，效应模型整体显著，拟合效果良好。 结果显示，“党组织建设

程度 ”回归系数在模型 ３—６ 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党组织建设程度对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政

企关系改善、政策优惠、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形象 ４ 类效应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体分析，“党组织建设程度”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正向影响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

政企关系改善效应和企业形象提升效应，在 ５％的置信水平下正向影响政策优惠效应和企业文

化建设效应，对市场下沉效应和产业转型效应无显著影响。 这意味着，在从企业只设立党组织

到企业设立党组织且负责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民营企业贫困治理参与

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文化建设效应和企业形象提升效应均将增强，验证了

本文假说 ２。
控制变量中，企业特征方面，“社会责任部门设立”以及“营收变化”对 ６ 类企业贫困治理参

与效应均有显著影响，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 ６ 种效应在单独设立社会责任部门、营收

变化水平较低的企业更明显。 单独设立社会责任部门能强化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所获

得的效应很好理解；对于“营收变化”的影响结果，即企业营收同比下降时，农业民营企业参与

贫困治理所获得的 ６ 种效应会增强，其原因可能是营收下降会使企业多途径谋求发展，政企关

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企业文化建设效应、市场下沉效应以及产业转

型效应的增强正是农业民营企业在营收下降不利形势下通过积极探索参与贫困治理的结果。
另外，“企业年龄”负向影响政企关系改善效应；相较于其他属性的企业而言，“家族企业”在贫

困治理参与中能够获得更显著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市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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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效应以及产业转型效应。 企业主要出资人个人特征方面，“政治面貌”正向影响政企关系改

善效应、市场下沉效应；“政治联系”正向促进市场下沉效应和产业转型效应。 产生前述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成立时间短、主要出资人为党员的农业民营企业在参与贫困治理时更易改善其在

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心中的形象，有利于改善自身与政府的关系。 相比其他属性的企业，家
族企业通过参与贫困治理更能树立自身在政府及公众前的形象，从而获得更多来自政策、市场

等方面的收益。 企业负责人是工商联执委、副主席或某一级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时，他们的政

治影响力更强，从而更有利于企业实现市场下沉和产业转型。
表 ５　 党组织建设程度对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效应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政企关系

改善效应

政策优惠

效应

企业文化

建设效应

企业形象

提升效应

市场下沉

效应

产业转型

效应

党组织建设程度 ０．１９１∗∗（０．０９９） ０．１７１∗∗（０．０９４） ０．１９４∗∗（０．０９３） ０．１９７∗∗（０．０９７） ０．１１１（０．１０１） ０．０９１（０．０９６）

性别 ／ ／ －０．０７５（０．１０９） ／ ０．１５３（０．１０１） ０．０４４（０．１０４）

受教育水平 ／ ０．１６５（０．１３０） ０．０６７（０．１３７） ／ ０．２１５∗（０．１３０） ０．０３２（０．１３３）

政治面貌 ０．１６０∗（０．０９９） －０．０６０（０．０９４） ０．０２７（０．１０１） ／ ０．２５１∗∗∗（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０．０９７）

政治联系 －０．０４４（０．０９８） －０．１２７（０．０９４） ０．０６８（０．１０７） －０．０８５（０．０９９） ０．１６８∗（０．１００） ０．２０７∗∗（０．１０２）

二职合一 ／ ／ －０．１０５（０．１９４） ／ －０．１４２（０．１８１） －０．１０１（０．１８４）

社会责任部门设立 ０．４１４∗∗∗（０．１０３） ０．４９７∗∗∗（０．０９７） ０．５６２∗∗∗（０．１０６） ０．４７９∗∗∗（０．１０５） ０．５８７∗∗∗（０．０９７） ０．５９７∗∗∗（０．１０１）

企业规模 ０．０１６（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０．０３３）

企业年龄 －０．１７５∗∗（０．０８１） －０．０７８（０．０７６） －０．１２７（０．０８２） －０．１１９（０．０８１） －０．０７６（０．０７２） －０．１０１（０．０８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０．０４９（０．０３２） ／ ０．０５０∗（０．０３３） ０．０４６（０．０３２） ／ －０．０４４（０．０３２）

营收变化 －０．１３２∗∗∗（０．０５０） －０．２１１∗∗∗（０．０４７） －０．１３５∗∗∗（０．０５０） －０．１７７∗∗∗（０．０５０） －０．２１１∗∗∗（０．０４７） －０．２４∗∗∗（０．０４９）

资产负债率 ２ －０．１２８（０．１１１） －０．０９９（０．１０６） －０．０６５（０．１１３） ／ －０．２７３∗∗∗（０．１０６） －０．１７６（０．１０９）

资产负债率 ３ ０．０３８（０．１４７） ０．０１３∗（０．１３６） ０．００１（０．１４９） ／ －０．１９７（０．１３６） －０．０２９（０．１４１）

资产负债率 ４ －０．３２２（０．２４３） －０．４０２（０．２２７） －０．３５４（０．２５０） ／ －０．２０７（０．２３５） －０．３２８（０．２３９）

是否为家族企业 ０．２９９∗∗∗（０．１０５） ０．３３∗∗∗（０．１０１） ０．１６５（０．１０７） ０．４０８∗∗∗（０．１０８） ０．２３７∗∗（０．１０１） ０．３１７∗∗（０．１０３）

获财政补贴状况 ／ ／ ／ ／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数字化水平 ／ ／ ／ ／ ／ －０．０２９（０．０４１）

地区变量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４４

卡方统计值 １０４．３３ １２７．１８ １４３．５８ １１６．８６ １２１．７０ １３４．５２

卡方值的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５２９ １６０１ １５２９ １５２９ １５２３ １６０１

　 　 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党组织建设程度的深化能使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中的政企

关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文化建设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在“非常明显”水平上分

别提高 ０．４２７、０．３３１、０．２７４ 和 ０．４７５，这进一步证实党组织建设程度的强化能够促进农业民营

企业在参与贫困治理时获得更有利的回报①。
（三）稳健型检验②

１．变量替代

参考高勇强等 ［３１］ 、胡珺等 ［３２］ 的方法，本文使用因变量替代的方法对模型 １ 进行稳健性检

验。 “企业贫困治理参与”与“企业慈善捐赠”同属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 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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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限制，党组织建设程度对贫困治疗参与效应的边际效应结果用文字汇报。
受篇幅限制，本小节采用文字汇报结果。



文使用“企业当年社会捐赠额”替换“企业是否参与贫困治理” ，在引入相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考察模型 １ 结果的稳健性。 由于捐赠额度为限值因变量，因此，使用 Ｔｏｂｉｔ 方法进行回归拟合

（观测值为 ４２１１） 。 其回归结果为，党组织设立状况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影响企业当年社会

捐赠额，且系数为 ５．２７９。 所得观点与表 ４ 所得结论一致，可见前文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参考相关文献 ［１７］ ，利用“党组织设立状况”替换“党组织建设程度”检验贫困治理参与效应

模型拟合结果的稳健性。 回归结果显示，６ 个效应模型卡方值显著性概率均为 ０，说明模型整体

显著。 其中，“党组织设立状况”在 ６ 个效应回归中系数均为正，且对政企关系改善效应、政策

优惠效应、企业文化建设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的影响在 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系数分别为

０．１２７、０．１１７、０．１２６、０．１２９。 有关影响及其方向结果与表 ５ 效应模型结果一致。
２．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
对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控制变量进行 ｔ 检验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误均小于

１０％，说明匹配效果较好。 ＰＳＭ 一对一匹配报告中 ＡＴＴ 值为 ０．０３８，对应 ｔ 值为 ２．５２，说明党组

织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与模型 １ 回归结果所体现的结论一致。 为了

进一步确定检验结果，本文还使用了四阶匹配、核匹配、卡尺匹配、局部线性匹配三种方法确定

检验结果，其 ＡＴＴ 值均大于 ０，且对应的 ｔ 值均大于 １．９６，综合体现了模型 １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农业产业领域 ４７８８ 家民营企业样本数据，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和 Ｏｌｏｇｉｔ 方法实证检验了农业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及其 ６ 类效应

的影响。 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设立党组织能够有效促进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

理。 进一步，在设立党组织的企业中，将企业负责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发展为党组织负责人更

有利于促进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 第二，当党组织建设程度较深，即当企业党组织负责

人为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

文化建设效应和企业形象提升效应均能够显著得到提升。 第三，企业主要出资人具有党员身份

时，农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参与贫困治理。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 推动民营企

业尤其是与农村、农民息息相关的农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其中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从以下方面促进民营企

业参与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第一，大力加强农业民营企业党建工作。 相较于民营企业整体的

党组织覆盖率，农业民营企业的这一指标明显更低，且具有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所

占比例还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对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等事业的参与和社会责

任的履行及其积极效应的发挥。 因此，应加大力度在农业民营企业发展党员尤其将其董事长或

总经理发展为党员，并提高党组织在农业民营企业中的覆盖率，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引领、凝
聚、感召作用，强化相关效应的发挥，激发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第二，
强化相关支持促使农业民营企业更大程度地获得参与农村公共事业的积极效应。 通过强化党

政系统信息报送、官方媒体宣传等方式，加强对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等行动的肯

定、奖励和宣传，为农业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等行动提供更多政策优惠和扶持举

措，使参与其中的民营企业获得更显著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政策优惠效应、企业形象提升效应

和企业文化建设效应等。 第三，引导支持农业民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兼任企业党组织负责

人，从而强化企业在贫困治理参与中的获得感，推动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得到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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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ｉｎｋ ｕｐ ｗｉｔｈ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４７８８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Ｃｈｉｎａ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ｂｔａｉ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ｉｓ ａ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ｉｒｍｅｎ 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ｔｏ ｂｅ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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